
 

贸易增速下降之“谜”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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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难以简单地从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层面进

行解读。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理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鉴于

此，文章构建理论模型以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

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

“边际效应”会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对单个国家来说，价值链攀升也会影响贸易增速。进一步地，

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1）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

的程度对贸易增速呈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2）价值链攀升对单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具有显著的

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乃至“停

滞”，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

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

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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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据 WTO 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的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远低于 1983−2008 年的年均增幅（年

均 6% 的增长率），并且与以往远高于经济增速的情形相比，近年来的全球贸易增速已与全球经

济增速持平，甚至落后于全球 GDP 增速。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常态”。这

种变化引起了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深刻担忧，因为传统的经典贸易理论表明，外贸是驱

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外贸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将意味着外贸无法继续发挥其带

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负”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全球贸易增速

变化与全球经济增速变化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的惯常关系，即全球贸易增速从远远高于全球

GDP 增速下降到与后者基本持平，甚至落在后者之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2008 年金融

危机以来的全球贸易增速逐年显著下滑的经济现实，是需求减弱效应、信贷紧缩效应和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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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主义抬头效应等不同理论视角所不能完全解释的，因为按照上述理论预期，全球主要国家联

手采取凯恩斯式宏观刺激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上述三大负面效应，但现实是全球贸易并

未带来恢复性增长。可见，全球贸易增速表现出的如此变化逻辑不仅超出了正常预期，而且在现

有理论研究中也未能找到充分的解释。为此，本文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为全球贸易增速变化之

“谜”。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失速”呢？对此，学术界针对

2008 年危机后的全球贸易崩溃进行了广泛探讨，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代表性观点具有重

要启发意义，如全球经济疲软造成的需求不足、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Anderson 等，

2015）、进出口企业融资受阻（佟家栋和刘竹青，2014）等。客观而论，目前全球贸易下滑的确是由

多种因素造成的。由于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观察所得的结论无疑均具有

重要启示。但是，2008 年危机冲击期间全球贸易“大崩溃”与当前全球贸易失速之“谜”并非完全

等同，因此，针对前者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的现象。综合来看，已有研究文

献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前一轮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高速增长，实质上是得益于全球

价值链分工的深入演进。虽然当前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仍然是全球价值链，但是，在同样的分工

形态下为何会出现“高速”和“失速”的前后巨大反差？这可能与价值链本身动态演进所呈现的

阶段性特征有关。

鉴于此，本文力图构建理论模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态演进影响贸易增速的机理进行刻

画，并提出了相应假说，然后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逻辑一致性的计量检验。理论

研究和计量分析均表明：（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是影响出口贸易增速的重要因素，并且表现为

非线性影响；（2）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初始阶段，分工深化对出口贸易增速的影响较强，而当全球

价值链分工演进到一定程度后，分工演进的基数效应和边际效应都会导致其对出口贸易增速的

影响逐步减弱；（3）一国（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变迁对其出口增速的影响，表现为出

口增速会随着价值链的攀升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通过理论模型刻画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及其

对出口贸易增速产生的不同影响；（2）在理论上探讨了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动态变迁对一国（地区）

出口贸易增速的作用机制；（3）利用 WIOD 数据库提供的原始数据，通过构建能够反映全球价值

链分工深化效应和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这两个关键指标，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逻辑一致的计量

检验；（4）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深化理解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以及中国外贸进

一步发展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贸易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学者们对贸易增长影响因素的研

究兴趣。综合来看，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的繁荣稳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的深入推进以及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为全球贸

易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需求空间（Berman 等，1994）；另一方面，贸易与

投资自由化则为贸易高速增长提供了便利和制度保障（Krugman 等，1995），突出表现为 WTO 主

导下全球贸易规则的顺利推行，以及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快速发展。而尤为重要的是，正

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经济增长、以关税降低为主要表现的贸易便利性水平提高、运输成本的下

降等因素，只能解释全球贸易高速增长中的 2/5，而其余部分则与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

形态有关（Hummels 等，2001；刘志彪等，2006），即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

动“放大”了贸易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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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针对全球贸易高速增长所形成的认识基本一致的话，那么 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下

全球贸易之“大崩溃”现象，更是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潮，并对此进行了广泛探讨。那么，

从贸易增速变化之“大崩溃”角度看，究竟是什么因素发挥着作用？已有的研究观点可谓是众说

纷纭，主流观点主要包括全球需求不振、贸易信贷萎缩、国际经济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垂直化分

工等。主张需求减弱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失业人数急剧攀升、平均收入

水平持续下降，进而使得包括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不足，是造成贸易“崩溃”的重要原因（Alessandria

等，2010）。主张信贷紧缩效应观点的学者认为，贸易融资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和作用，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导致了贸易信贷的收缩，显然会对各国贸易的顺利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特别是贸易融资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从

而信贷紧缩必然阻碍贸易的健康发展（Levchenko 等，2010）。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观点的学者

则认为，经济衰退是贸易保护主义滋生的重要土壤，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其催

生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不利因素的滋生和泛滥，显然对全球贸易造成了重要的

负面影响（Bown 和 Crowley，2007）。与前述三种基于传统认识的贸易增速变化影响因素识别不

同，另外一支重要文献则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解释了危机冲击下的贸易“崩溃”现象，即在全

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间产品存货调整会透过价值链产生放大效应，这是致使全球贸易“崩

溃”的根本原因（Rudolfs 等，2011；Johnson 和 Noguera，2012）。针对当前的贸易增速下滑问题，也

有少量的文献从全球价值链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现有研究要么停留在简单的测算分析上，

要么侧重于模拟分析，仍然缺乏较为严格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失速“新常态”，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

义，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和空间，突出表现在：第一，传统关于贸易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

多基于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事实特征而展开，那么，同样的因素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

前的贸易失速，还需要另作探讨。第二，部分研究成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讨了贸易增长的原

因，那么同样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对于当前贸易为何会失速，现有研究的探讨显然还不

够充分。第三，针对危机冲击所导致的全球贸易“大崩溃”这一特殊现象所取得的丰富研究成

果，显然也不能照搬用于解释当前贸易失速的“新常态”现象。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深刻

理解贸易现象必须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当前居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形式仍然是全球价值链分

工，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特定视角，对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

失速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并进行逻辑一致的计量检验。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现有文献已经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对全球贸易产生的深刻影响，遵循这一逻辑，全

球价值链分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变化同样应该会影响贸易增速。本文借鉴超边际分析的

基本理论，构建理论模型阐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变化对贸易增速的影响，包括处于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中不同位置的变化对一国贸易增速的可能影响。为简化模型，不妨将世界划分为

两个经济体 A 和 B，其中 B 表示一个小国，A 则表示除 B 国以外全球各国（地区）的总和。假设全

球生产中只有 X 和 Y 两种商品，A 和 B 的国民均同时消费 X 和 Y 两种商品，并且各国的效用水平

由两种商品的消费量决定。假定生产两种产品 X 和 Y 都使用唯一的要素，即有效劳动投入（赵亚

明，2012），此处我们用 lA 和 lB 分别表示经济体 A 和 B 的有效劳动禀赋。假设经济体 A 生产一单

位 X 产品和一单位 Y 产品所需的有效劳动投入分别为 m 和 n；经济体 B 生产一单位 X 产品和一

单位 Y 产品，所要投入的有效劳动分别是经济体 A 的 a 倍和 b 倍，即分别为 am 和 bn。很显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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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a 和 b 表示两个经济体 A 和 B 在生产 X 产品和 Y 产品上的成本差异。为简单起见且不失一般

性，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假定产品 X 的生产过程可以进行分割，并且不同生产环节和阶

段可进行跨国配置，而产品 Y 没有进行国际生产分割。更确切地说，产品 X 的全部生产过程由

k 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组成，并且用 1 表示 k 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组成的价值链总长度，经济体 A 在

各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有效劳动投入具有均匀分布特征，即生产产品 X 上任一环节和阶段的有

效劳动投入均为 m/k。假设 B 国生产产品 X 的第 t 个阶段和环节 Xt 所需有效劳动投入为 Bt，生产

环节 Xt 所有上游环节 Xt+所需有效劳动投入用 Bt+表示，生产 Xt 所有下游环节 Xt-所需有效劳动投

入用 Bt-表示。

αtr 1

0
αtdt = amr 1

k

0
αtdt =

1
k2

am
k2−1

k2
am

不妨从 B 国专业化于产品 X 的最低端生产和贸易情况着手分析。当 B 国专业化于产品

X 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最低端时，显然有 t=1。假定 B 国在 X1 这一生产环节和阶段有比较优势，则

B 国在产品 X 第 t 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有效劳动力投入可表示为 ；与此同时，假设 B 国生产整

件产品 X 的有效劳动投入总量 am 保持不变，即 ，那么可知 B 国在第一个生产环节和阶

段 X1 投入的有效劳动量为 ，进而可知剩余环节和阶段的有效投入量为 。

m/k
n
<

am/k2

bn
a > bk

m/k
n
>

am/k2

bn
a < bk

X1+

容易推导得出：当 ，即 时，B 国在生产产品 Y 上更具比较优势，此时是以“最

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和贸易模式，本文不作分析；当 ，即 时，经济体 B 在

X1 的生产环节和阶段上更具比较优势，此时 B 国专业化生产 X1 这一生产环节和阶段。在价值链

分工条件下，经济体 B 生产产品 X 所需要的 均从经济体 A 进口，经济体 B 在国内进行加工组

装后，将最终产品 X 一部分留在国内满足本国消费，剩余部分出口到经济体 A，同时从经济体

A 进口产品 Y。

根据超边际理论，设置 A 和 B 两个经济体的效用函数及约束条件如下（其中符号标识中

self 表示“自给自足”部分，buy 表示从外部市场进口部分，sell 表示销售到外部市场部分）：

UA =max
[(

X sel f
A +Xbuy

A

)
Y sel f

A

] 1
2 UB =max

(
X sel f

B Y buy
B

) 1
2；

s.t.X sel f
A =

lAX

m
XBsel f

1 =
lB

am/k2
XAsell

1+ =
lAX1+

m/k
= XBbuy

1+ = XBsel f
1 Y sel f

A +Y sell
A =

lAY

n

X sel f
B +X sell

B =
lB

am/k2
lAX + lAX1+

+ lAY = lA，X sell
B m = XBbuy

1+

k−1
k

m+Y buy
B n

， ， ， ，

，  

X sel f
A +Xbuy

A =
lA

2m
Y sel f

A =
lA

2n
X sel f

B =
klB

2am
X sell

B =
k (2k−1) lB

2am
Y buy

B =
klB

2an
解得： ， ； ， ， 。

M1 = Xbuy
A m+Y buy

B n+XBbuy
1+

k−1
k

m =
k (2k−1) lB

a
∆k

此时，可得全球贸易总额为： 。进而可知，贸易总

额是 k 的增函数。伴随 k 的变化， 即表示价值链分工的深化，那么由此所带来的贸易增速可表

示为：

v1 =
(k+∆k) (2k+2∆k−1)− k (2k−1)

k (2k−1)
=
∆k (4k+2∆k−1)

k (2k−1)
（1）

∆k ∆k

∆k

∆k

k→ +∞

显然，由式（1）可见，贸易增速既与价值链的分解阶段数 k 有关，也与价值链分工阶段数的变

化量 有关。通常而言，在价值链分工开始发生的阶段，分解阶段数 k 较小而变化量 变化较

快，因此相对于 k 而言， 较大。也就是说，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处于深化速度较快阶段时，由此所

带来的贸易增速相对也就较快；而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分解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分解阶段数 k 已经

变得较大，而且价值链进一步分解的难度加大，即便有进一步的分解，但相对于较大的分解阶段

数 k， 由 有 限 的 变 化 量 所 引 发 的 贸 易 增 加 也 是 极 其 有 限 的 。 由 上 述 式 （ 1） 不 难 看 出 ， 当

时，在“基数效应”和“边际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贸易增速 v1 同样会趋于 0。遵循同样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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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如果全球价值链分工真的出现了收缩等转变，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显然会导致贸易出现负增长。

1 < t < k t ∈ Z

(0,2m) (1,2am)

P1Q1 = P2Q2

进一步地，可以继续考察 B 国实现产品 X 价值链攀升后对贸易增长的影响。为此，放松 B 国

生产函数为既定的约束。假设 B 国在产品 X 生产的第 t（ 且 ）个环节和阶段 Xt 上具备

比较优势，P*为产品价值链 Xt 阶段上的一点，假定在 P*处 B 国生产函数出现了变化，在 Xt 环节和

阶段的下游，B 国已完全拥有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手段和条件，从而与经济体 A 具有相同的平均有

效劳动投入；而在 Xt 环节和阶段的上游，B 国所掌握的生产技术条件还没有达到经济体 A 的水

平，因此其生产的平均有效劳动投入将会高于经济体 A。假设产品生产在 P*点左右的各阶段有

效劳动投入均为一次函数，进而可以确定，处于 P*下游阶段有效劳动投入函数的图像一定经过

点 ，而处于 P*上游阶段有效劳动投入的函数图像一定经过点 。B 国为了实现最大化

效用目标函数，将会调整生产函数，从而使得 P*稳定在 的位置。

∆P1Q1P ∗ ∆P2Q2P ∗

P2Q2QP P1Q1DO

由图 1 可知，B 国生产 Xt 阶段所使用的有效劳动投入可用 与 面积之和表示，

梯形 与 的面积分别表示在 Xt+与 Xt-阶段的有效劳动投入。

P1P ∗ = x P1Q1 = P2Q2 = y
P1P ∗

OP ∗
=

P1Q1

OD
P ∗P2

P ∗P
=

P2Q2

PQ
1
y
=

1
4am

(
−t+at+1+ k+

√
(t−at−1− k)2−4ak

)
Bt =

1
2

P1Q1×P1P2 =
y

2k
Bt− =

1
2

(P1Q1+OD)OP1 =

(y+2m) (t−1)
2k

Bt+ =
1
2

(P2Q2+PQ) P2P =
(y+2am) (k− t)

2k

价 值 链 总 长 度 O P 为 1 ， 设 ， 。 由 上 述 分 析 可 知 ， ，

。经计算可知， 。B 国在 Xt 阶段的有效

劳 动 投 入 为 ： ； 在 X t - 阶 段 的 有 效 劳 动 投 入 为 ：  

；在 Xt+阶段的有效劳动投入为： 。

1 < t < k t ∈ Z

在价值链分工生产条件下，各国独立生产价值链中的某一阶段，然后出口到价值链最低端

的国家集中进行组装加工。假设 B 国在 X 产品价值链的第 t（ 且 ）阶段具有比较优

势。据此可知，A 和 B 两个经济体的效用函数及约束条件如下：

UA =max
(
X sel f

A Y sel f
A

) 1
2 UB =max

(
Xbuy

B Y buy
B

) 1
2；

s.t.X sel f
A +X sell

A =
lAX

m
+

lAXt̄

(k−1)m/k
XBsell

t =
lB

Bt

Y sel f
A +Y sell

A =
lAY

n
， ， ，

Xbuy
B m+Y buy

B n = XBsell
t

m
k

XBsell
t =

lAXt̄

(k−1)m/k
lAX + lAXt̄

+ lAY = lA， ，

1

2am

2m

m

O

x

D

C
Q

Py

Xt−

Xt

Xt+

Q1
Q2

P1 P2P*

图 1    B 国生产产品 X 各阶段所需的有效劳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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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sel f
A =

lA

2m
Y sel f

A =
lA

2n
Xbuy

B =
lB

2Btk
Y buy

B =
mlB

2nBtk
解得： ， ； ， 。

M2 = X sell
A m+Y sell

A n =
mlB

Btk
Btk =

y
2

M2 =
2mlB

y
∂M2

∂t
> 0
∂2 M2

∂t2
< 0

此时，可得全球贸易总额为： 。由上文可知， ，因此， 。

可以判定， ， ，即伴随着 t 的不断增大（价值链攀升），在贸易总额增长的同时，贸易

增速却逐步降低。

由于上述理论推导过程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贸易是平衡的，因此贸易总额增长率与出

口增长率是一致的。因此，为了保证理论假说的表述与实证分析中所采用的指标保持一致性，我

们使用出口贸易增速代替贸易总额增速。综上可得如下两个理论假说：

假说 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对贸易增速具有非线性影响，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逐步深

化，其对出口增速的影响将会由强转弱。

假说 2：具体到一国（地区）分工地位的动态变迁而言，价值链攀升具有促使出口增速下降的

作用。

四、变量选择、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的理论推演及所研究问题的核心所在，本文将所选各样本国的出口增速作为被解

释变量（记为 EX），而关键的核心解释变量有二：一是能够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或者说

深化程度的变量（记为 GVL）；二是能够反映各样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变量 (记为

GVP)。关于前者，毋庸置疑，产业或者产品的全球分解阶段数，也即所谓的全球价值链长度，最能

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程度，因为分解的阶段或者环节数越多，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越

细。目前，已有学者利用国际组织构建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提出了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测算方法

和指标（Fally 和 Hillberry，2013）。此外，裴长洪（2015）曾将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

的比重，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的替代变量。这一测度方法的合理性在于，从本质上看，

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分解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中间品被配置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而导致更多的

中间品跨境流动，其结果必然表现为中间品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如果这一比

值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则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处于深化阶段；如果这一比值上升趋势趋缓，则

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逐步减弱；同样，如果这一比值基本稳定，则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

进一步深化的难度加大，分工深化程度的格局基本定型。本文采用全球价值链长度（记为 GVL1）

和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记为 GVL2）两种测度方法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

深化的测度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 Fally 和 Hillberry（2013）提出的指标测度基础上，将之拓

展至测度全球层面的价值链整体长度，即在测算出每一个国家每一种产品的价值链长度后，先

以每个国家某一产品出口额占该产品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为权重，求取该产品价值链长度的加

权平均数，作为该产品层面上的全球价值链长度指数；然后，再以每种产品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

总额的比重，求取所有产品价值链长度的加权平均数。

第一步，利用下述公式测算任一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

GVL j =

n∑
i

wi jGVLi j （2）

GVL j GVLi j

wi j

其中， 为第 j 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 表示第 i 个国家第 j 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

度； 表示第 i 个国家第 j 种产品出口额占该产品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

第二步，接下来再利用下述公式测算全球层面的价值链整体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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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L =
m∑
j

w jGVL j （3）

GVL j GVL

w j

其中， 表示利用式（3）所测算的第 j 种产品的全球价值链长度； 表示全球层面的价值链

整体长度，该指数越大，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深； 表示全球第 j 种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所

有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至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不同学者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所

选取的测度指标也各异，代表性的研究包括使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戴翔和金碚，2014）、出口品质

（李坤望等，2014；Eckel 等，2015）、出口国内附加值（Koopman 等，2014；罗长远和张军，2014；程大

中，2015）等测度指标。应该说，上述文献对于认识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具有

重要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尤其是从出口附加值角度进行的研究，构成了测算各国（地区）在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基础。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苏庆义和高凌云（2015）通过适当改进，提出了能

够更为准确地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出口上游度”指数。考虑到本文研究的实际需要，我

们也采用苏庆义和高凌云（2015）提出的“出口上游度”测度指标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替

代变量。所谓出口上游度，主要是从价值链物理定位的角度，即从生产角度看一国出口品在整体

层面上距离最终消费的距离，因而可以衡量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当然，从个体角度看，影响出口增速的除了本文最为关注的上述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外，综合

现有关于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我们还考虑了如下控制变量：第一，全球经济增长率（记为

GDPR）。因为全球经济的稳定繁荣为出口贸易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国际市场需求基础，从而可能

成为影响各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实际的测度中，即可采用全球 GDP 增长率作为测度指

标。第二，全球贸易自由化（记为 TF）。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贸易自由

化，显然为各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实际测度过程中，我们借鉴余淼杰（2010）采

用的“进口渗透率”测度指标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替代变量，即全球进口总额与当期全球 GDP 总

额之比。第三，实际有效汇率（记为 REER）。因为这一变量作为价格传导的重要机制，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利用外资（记为 FDI）。由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些国家甚至成为 FDI 企业主导的“出口平

台”，从而深刻影响着出口贸易。在实际测度时，我们采用一国利用外资额与当期 GDP 之比作为

替代变量，以消除国家规模的差异化影响。第五，制造业工资率水平（记为 WAGE）。制造业工资

水平是决定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是货物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因而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出口绩效。第六，技术创新能力（记为 IN）。众所周知，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生产率，进

而能够降低产品生产的实际单位成本，从而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如前文理论分析所指出的，在价值链分工的初始阶段，分工阶段数的基数较小而阶段

数的变化速度较快，此时价值链分工处于深化速度较快阶段，那么贸易增速也就相对较高；当价

值链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后，分工阶段数的基数将会变得较大，且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进一步分

解的难度加大，即便有进一步分解，但相对于较大的基数而言，增加同样的阶段数所带来的贸易

增长都将极其有限，甚至可以说，与之前相比一定是下降的。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贸易增速，而在

上述影响之下，贸易增速可能会呈现一个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分工深化对贸易

增速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综上所述，本文将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如下：

EXi,t = α0+α1GVLt +α2GVL2
t +αGVPi,t +βCi,t +µt + νi+εi,t （4）

ε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C 表示前文所述的各控制变量；μ 为时期固定效应变量，

v 为国家（地区）的固定效应变量， 为误差项。其余各变量的符号及含义如前文所述。需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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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考虑到不同变量水平值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后文的估计过程中对实际有效汇率

取自然对数。限于统计数据，并考虑到研究数据的一致性，本文设定的样本期间为 1995−2011 年，

采用的样本经济体为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IOD）中涵盖的 40 个经济体。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测算全球价值链长度（GVL1）指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IOD）

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涵盖了 1995−2011 年 40 个经济体、35 个产业部门，其中包括 13 个非欧盟

经济体以及 27 个欧盟国家。测算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GVL2）所依据的

数据来自联合国 Comtrade 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按照该数据库的《广义经济类别分类》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分类标准，其统计项下的第 111、121、21、22、31、322、42 以及第

53 类为中间产品。各经济体出口贸易额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中的统计数据。全球经济增长率（GDPR）、测度全球贸易自由化（TF）所使用到的全球进

口额数据以及全球 GDP 数据、各经济体利用外资（FDI）数据和 GDP 数据同样来自联合国贸易发

展会议统计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其中涉及价格影响的，均按照 2005 年不变美元价格进行了折

算。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MF）。各经济体制造业

工资率水平数据来自历年《国际统计年鉴》，单位采用的是美元/小时。各经济体技术创新能力

（IN）采用的是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作为替代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WB data）。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的 GLS 和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的面板 GLS 方法对上述计量模型（4）进行估计，

并通过计算稳健标准误来消除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和自相关问题，选择模型形式主

要是依据 Hausman 检验而确定的。此外，由于大量的文献研究已经揭示了可能存在的“出口中

学习效应”，因此，伴随出口增长也可能带来价值链分解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经济体在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为了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这一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检验结论更具

有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对计量模型（4）进行估计。所得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1。

表 1 中列（1）−列（4）报告的回归结果，是经检验后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所

得的结果。从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 GVL1 还是采用 GVL2 作为价值链

分工深化效应的替代变量，其一次项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而二次项系数估计值均为负，并且都

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这一结果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的大背景，对各经济体融入

其中从而实现出口增长具有倒“U”形影响，即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贸易增速会表现为

先高后低的变化趋势，从而理论假说 1 得到了经验验证。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量（GVP）而

言，列（1）和列（2）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性检验。由

于本文采用的是出口上游度指标作为分工地位的替代变量，而出口上游度指数越大，表明该经

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越低。因此，上述回归结果意味着，一国越是以低端嵌入的方

式融入全球价值链或者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越低，其出口增长能力就越强；反之则

反是。当然，上述回归结果中所能得到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是，如果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

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出口增长同样会受到显著影响，更确切地说，伴随着一国在全球价值

链中分工地位的提高，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其出口增长反而可能会下降，从而验证

了理论假说 2。

在纳入其他控制变量后，从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来看，就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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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无论是变量 GVL1 还是变量 GVL2，与前面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相比，其系数估计值的

符号、大小和统计检验的显著性等均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回归结果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量（GVP）而言，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变量

类似，也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从而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增长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来说，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增长率变量（GDPR）的系

数估计值为正，且至少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对各经济

体出口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贸易自由化变量（TF）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

通过了统计检验，这一结果说明以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和削减为表现的全球经济自

由化发展，的确为各经济体出口增长提供了便利和制度保障，从而显著地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健

康发展。各经济体利用外资变量（FDI）的系数估计值在列（3）和列（4）中同样均显示为正，且至少

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利用外资有力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增长。就实际

有效汇率变量（LnREER）而言，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其系数估计值虽为负，但均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制造业工资率水平（WAGE）的系数估计值在列（3）和列（4）中均为负，且在 10% 的显

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制造业工资水平作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实是比较

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以研发投入占 GDP 之比表示的技术创新能力变量（IN）而言，列（3）

和列（4）中系数估计值均显示为正，且至少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技术创

新能力对出口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即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国家和地区，其出口增长能力也越强。

考虑到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传统做法，即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

应变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量的滞后一阶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计量模型（3）

表 1    静态面板估计结果

（1）固定效应 （2）固定效应 （3）固定效应 （4）固定效应 （5）工具变量 （6）工具变量 （7）工具变量 （8）工具变量

GVL1 0.041**（2.37） 0.041**（2.74） 0.043**（2.12） 0.043**（2.65）

（GVL1）2 −0.018**（−2.15） −0.017*（−2.03） −0.018*（−1.95） −0.018**（−2.23）

GVL2 0.248***（3.48） 0.245**（3.44） 0.255**（2.57） 0.219**（2.54）

（GVL2）2 −0.114***（−2.51） −0.112**（−2.76） −0.117**（−2.68） −0.110***（−3.54）

GVP 0.013**（2.12） 0.013**（2.05） 0.014**（2.45） 0.018**（2.09） 0.011**（2.47） 0.012**（2.43） 0.013**（2.09） 0.013**（2.09）

GDPR   0.025**（2.65） 0.023**（2.32） 0.024**（2.36） 0.023**（2.31）

TF 1.328*（1.96） 1.313*（1.94） 1.343*（1.98） 1.274*（1.98）

FDI 0.004*（1.96） 0.003*（1.95） 0.005*（1.91） 0.004**（2.70）

LnREER −0.049（−1.30） −0.041（−1.07） −.0451（−1.16） −.0432（−1.12）

WAGE −0.003*（−1.89） −0.004*（−1.93） −0.003**（−2.34） −0.004**（−2.31）

IN 0.086**（2.21） 0.074*（1.95） 0.080**（2.92） 0.082**（2.02）

常数项 −0.152（−0.73） 0.189**（2.52） 0.189**（2.52） 0.619（1.21） −0.063（−0.64） −0.077（−0.80） 0.972**（2.43） 0.923**（2.42）

样本数 680 680 680 680 640 640 640 640

R2
0.313 0.366 0.393 0.402 0.332 0.323 0.385 0.399

hausman 93.671(0.00) 102.362(0.00) 108.152(0.00) 99.372(0.00)

不足识别检验 34.152（0.00） 36.336（0.00） 29.281（0.00） 28.631（0.00）

弱识别检验 22.5316（0.05） 22.213（0.05） 26.519（0.01） 26.283（0.01）

过度识别检验 2.169（0.35） 3.531（0.16） 0.597（0.69） 1.382（0.49）

　　注：列（5）−列（8）采用的工具变量为 GVL 和 GVP 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弱工具变量检验括号里的值为 Cragg-Donald  Wald  F 的

10% 水平标准值；系数值括号里为 t 值或 z 值，***、**、*和#分别表示 1%、5%、10% 和 15% 的统计显著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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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重新估计，所得结果呈列于表 1 的列（5）−列（8）。此外，在表 1 的最后三行给出了工具变

量选择的有效性检验，弱工具变量和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以及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检验结果表

明，所选工具变量基本有效。从中不难发现，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的

GLS 方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从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来看，以两种指标测度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的替代变量，在列（5）−列（8）中一次项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而二次项

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与之类似，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

列（5）−列（8）中同样显示为正，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这说明考虑可能的内

生性问题后，所得估计结果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从而再次表明前文的理论假说通过了较好的

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前述基准模型回归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我们再利用出口贸易收入弹

性，即各经济体出口额增长率与其当期 GDP 增长率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

检验分析。所得结果表明，当我们将出口贸易依存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无论是各关键解释变量

还是其他控制变量，其系数估计值无论是在正负的方向性上还是在显著性统计检验方面，均未

发生实质性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前述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二）GMM 估计结果及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虽然使用工具变量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但面板数据的估计仍

然会存在诸如扰动项的自相关、某些回归变量并非严格外生而是先决变量等计量问题。此外，出

口贸易往往具有惯性特征，即前一期的出口对后一期的出口具有滞后影响。因此，考虑到这几

点，上述计量模型（3）还应纳入出口增长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于是，就有了如下动态面

板数据模型：

EXi,t = α0+α1EXi,t−1+α2GVLt +α3GVL2
t +α3GVPi,t +βCi,t +µt + νi+εi,t （5）

显然，出口贸易的动态特征意味着使用静态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所得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

的；因此，针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4），我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 GMM）以有效解决

上述问题。由于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通常包括“一步法”和“两步法”两种，且“两步法”的系统广

义矩估计更为有效，因此我们选择“两步法”系统 GMM 进行估计。此外，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异

方差影响，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均采用稳健估计量。所得结果报告于表 2。依据表 2 报告的回归

结果，基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作为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出口增长变量，在所有的

回归结果中，其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至少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出口增

长确实具有惯性作用，即上一期出口增长对当前出口增长具有显著正面影响。第二，作为全球价

值链分工深化效应的替代变量，无论是采用全球价值链长度还是采用中间品出口占比，无论是

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还是纳入其余控制变量，该关键解释变量的一次项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而

二次项系数估计值均为负，且均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总之，这一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了较好

的一致性，再次说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的大背景对各经济体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非线

性影响。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也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表

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即出口上游度指数越高或者说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越低，越表现出高出口增长率。当然，这一点其实是与一国或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后

出口增长的“虚高”有关，也就是说，越是处于低端从而出口中所内含的进口中间品成分越多，出

口增长率表现得就越高。第四，至于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1 的回归结果相比，同样未出现实质性

变化，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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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进一步检验前述所得回归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我们再利用出口贸易收入

弹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分析。所得结果表明，当我们将出口贸易依存度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以两种测度指标表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变量和出口贸易依存度滞后一期变量，其系数估计值仅在绝对值大小方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变化，而在影响的方向性及显著性统计检验方面，均与前述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对以出口

贸易依存度所表征的出口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估计结果的可

靠性和稳健性。

六、结论及启示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这一特定视角，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效应

对贸易增速可能产生的非线性影响，以及一国（地区）全球价值链攀升对其出口增速影响的作用

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假说；再利用 1995−2011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一步对理论假说进行

了逻辑一致性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效应这一大背景对出口增速具

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即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其对各经济体融入其中从而实现

出口增长的影响，表现出先强后弱的变化趋势。第二，一国（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对

其出口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越是处于低端，对其出口增长越

是具有促进作用；而越是处于高端，对其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是弱化。这一结论同时也意味

着，一国（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变动，对其出口增长也会产生显著影响。第三，从其他影

响因素来看，全球经济稳定增长、贸易自由化发展、各国利用外资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均对出口

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工资水平作为比较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其上升的

表 2    GMM 回归估计结果

（1） （2） （3） （4）

EX（−1） 0.058**（2.34） 0.067**（2.55） 0.052**（2.20） 0.053**（2.22）

GVL1 0.039**（2.18） 0.038**（2.56）

（GVL1）2 −0.017**（−2.01） −0.016*（−1.96）

GVL2 0.249***（3.15） 0.246**（3.67）

（GVL2）2 −0.114***（−3.07） −0.113**（−2.55）

GVP 0.014**（2.35） 0.013**（2.16） 0.013**（2.51） 0.018**（2.33）

GDPR 0.023**（2.18） 0.024**（2.63）

TF 1.331*（1.93） 1.323**（2.61）

FDI 0.003*（1.98） 0.004*（1.93）

LnREER −0.043（−1.28） −0.042（−1.18）

WAGE −0.003*（−1.91） −0.004*（−1.95）

IN 0.083**（2.15） 0.081*（2.33）

常数项 −0.052（−0.55） 0.141（1.48） 1.287**（2.38） 1.351（0.641）

样本数 600 600 600 600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检验 25.561（0.00） 26.184（0.00） 34.212（0.00） 35.915（0.00）

Sargan 检验 26.132（0.26） 23.356（0.49） 29.336（0.25） 29.375（0.24）

AR（1）检验 p 值 0.031 0.273 0.067 0.217

AR（2）检验 p 值 0.853 0.692 0.841 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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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会对出口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至于实际有效汇率，本文没有发现其对出口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这或许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弱化了其价格传导机制的功能。

上述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深化认识影响全球贸易增速的因素及其

机理，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增速变化也有着深刻启示。当前全球贸易增

速趋缓，一方面与金融危机及后续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从内生动力上看，更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

化趋势的减缓有关。裴长洪（2015）的研究已经表明，近年来以中间产品贸易占比为表征的全球

价值链分工演进，已经呈现明显的放缓趋势，或者说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已基本定型，进一步深

化的难度加大，新一轮的深化将有赖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爆发。这也是当前全球经

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因此，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中所揭示的关键因素，虽然

其影响主要是针对“一国贸易增速”而言，但是当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成为影响所有国

家的总体趋势的因素时，就不难理解受其影响，作为个体加总的全球贸易增速就会受到相同方

向的影响。具体到中国而言，近年来外贸增速下滑除受现有文献所揭示的传统因素影响外，从更

深层、更本质和更长远的角度看，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中国融入其中的特性密切相关的。一

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趋势减缓这一大背景显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进一步承接价值增值

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加之近年来包括劳动成本上升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集中进入上升期，使

得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出口增长能力自然受限和削弱；另一方面，中国虽以“低端嵌入”方

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实现价值链的逐步攀升同样也是事实，这一点已得到许

多实证研究的证实（金京等，2013），仅从这一意义出发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出口增速同样

也会趋缓，因为统计“虚高”的成分会被不断挤出。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面对中国外贸增速下滑，

我们应放任不管，无所作为。相反，在客观条件变化导致贸易增速下降的情形下，外贸发展必须

摒弃“以增速论英雄”的传统观念，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战略，否则可能会面临外贸发展的更

大波动，从而丧失贸易利得，更不利于外贸的长期发展。实际上，更优质的外贸发展水平不仅有

助于依托质量提升贸易利得，同时也有助于增创外贸发展新优势，提升外贸竞争力，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平抑外贸增速下滑趋势。而从全球意义上看，前一轮全球贸易高速增长是与中国融入经

济全球化分不开的，当前全球贸易失速同样也与“中国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何能够在当前全

球贸易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尽早“破茧而出”，继续担当着“稳定”乃至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重任，

需要我们化压力为动力，加快推进中国外贸转型升级。

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对趋势特征的分析和判断只是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经验验证。随着统

计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和更新，包括可以获取更长时间序列的数据，未来的研究需要进行进一步

证实。此外，本文的研究对贸易增速的变化主要停留在总值核算法的基础上，而对增加值贸易增

速变化则没有充分关注。增加值贸易是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一个研究热点，因此贸易增速在增

加值层面上具有怎样的变化趋势，与总值核算法下的贸易增速相比具有怎样的差异性和特征性

等，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都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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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stery” of Declining Trade Growth: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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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the growth rate of global trade has been far lower than previous one between
1983 and 2008，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6%，and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trade was far higher tha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the growth rate of trade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eve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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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or even below the global GDP growth rate. This change has caused deep concern
of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because traditional classical trade theory suggests that foreign trade is the driv-
ing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the declining or even negative foreign trade growth rate of China means that
the foreign trade cannot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even may make the
so-called negative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has reached a basic consensus that the previous round of rapid growth in
global trade，including China，is essentially a result of the deep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Because the dominant 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s still global value chain，the key to the
problem is that why there is a big contrast between “high speed” and “stall” under the same form of division of
labor. This may be related to the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value chain itself. In view
of this，this paper tries to build a theoretical model to depict how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fluences the growth rate of trade，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And then it makes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data to make a logical consistency measurement test of theoretical hypotheses.
Both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indicate that：（1）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which is a nonlinear effect；（2）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but whe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evolves to a certain degree，both base and
marginal eff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lead to its gradually weakening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3）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in a country’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on its export growth rate is reflected that with the rise in its position in the value chain，the export growth rate
would be restrained to some exten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help u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global trade growth and its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but also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xplaining changes in current growth rate of trade，including China. Specific-
ally，in China，the decline in foreign trade in recent years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factors reveal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but also，from a deeper，more essential and long-term perspective，closely related 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decline in trade
growth resulting from the changes in objective conditions，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must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eroes based on growth” and turn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win through high
quality”.
　　Overall，this paper enriches and develops literature stud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rade growth，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following aspects：（1） it describe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
through a theoretical model；（2） it theoretically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the dynamic change in the posi-
tion in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on the growth of export trade in a country；（3） using the original data
provided by the WIOD database，and building two key indicators which can reflect deepening effect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division statu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this paper tests logic con-
sistency of theoretical hypotheses；（4） the conclusions have new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stall” in global trade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de-
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declining trade growth； dynamic evolution

（责任编辑  景　行）

  2018 年第 5 期

•  96  •


